
1.包身工

教学要求

一、把握课文表现的人文内涵，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权意识。

二、学习课文以问题为中心，以一天活动为线索，选取典型生活场景和典型事例，综合运用记叙、说明、议论和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的写作方法，进一步培养学生写作复杂记叙文的能力。

三、了解报告文学的特点和写作技巧。
课文分析指导

一、整体把握

《包身工》作于1935年，作者以确凿的事实、精确的数据、精辟的分析和评论，把劳动强度最大、地位最低、待遇最差、痛苦最深的奴隶一样做工的女孩子们的遭遇公之于世，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残酷剥削和掠夺中国工人的罪行。同时告诉人们，包身工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

这篇报告文学是作者经过几年的材料积累和几个月的实地考察之后写出来的。材料极为丰富，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人物、事件，作者却把它们组织得井井有条，既具体地再现了包身工一天的生活情况，又根据本文主题的需要穿插包身工制度的成因、发展和趋向，展示造成包身工悲惨命运的复杂背景，一条主线与一条副线交互发展，有机地结合，使读者对包身工制度的罪恶既有触目惊心的直观印象，又有深入全面的历史认识，达到了虚实相生的表达效果，深化了主题。

课文可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到“还能兼营茶楼、浴室、理发铺一类的买卖”）：记叙包身工起床的情景和包身工制度的产生。通过写包身工起床的情景，介绍她们恶劣的住宿条条件；通过写包身工的来历和身份，说明包身工制度的产生。

第二部分（从“四点半之后”到“就将这种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加到工资不  及男工三分之一的包身工们的身上去了”）：记叙包身工吃粥的情景和包身工制度的发  展。作者介绍了包身工恶劣的饮食条件，深人分析了日本厂家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  三大原因：可靠、安全、廉价，说明包身工制度的发展。并以“芦柴棒”被殴打侮辱  为例，形象揭示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

第三部分（从“五点钟”到“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  冤魂”）：记叙包身工上工的情景，揭露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残酷剥削的事实。作者先  介绍包身工上工的三大威胁，即音响、尘埃和湿气，又指出殴打、罚工钱和“停生  意”这三大危险，最后归纳出本文的主题，点明帝国主义由于利用了包身工这种廉价  劳动力而获得巨额利润。

第四部分（从“两粥一饭”到结尾）：是全文的总结，作者用船户养墨鸭捕鱼的  事比喻帝国主义及其买办们对包身工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愤怒地揭露、控诉了包  身工制度的野蛮和残酷，并暗示了包身工制度的发展趋势。

课文生动、真实地再现了旧中国包身工的苦难生活，无情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  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培植野蛮的包身工制度，残酷地压榨中国工人的罪行，坚信中国  工人必将奋起，砸烂枷锁，迎来黎明。

二、包身工一天生活的三个场景

课文按照时间顺序，抓住包身工们一天生活的三个主要场景，从住、吃、，劳动条件等方面描述了包身工的苦难生活。在作者精巧的构思下，一幅血淋淋的包身工生活图画展现于读者面前。

第一个场景：“上午四点过一刻”，包身工起床，开始了一天非人的生活。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空气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还夹杂着“打呵欠，叹气”的声音。这就是带工们诱骗乡下女孩子所说的“洋式的公司房子”，它被“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像“鸽子笼一般”。就在这样的房子里面，“住着二千左右衣服槛楼而替别人制造衣料的‘猪锣”，。她们当然不可能享什么福，也不可能见到外面的什么花花世界，甚至连充足的睡眠都得不到，就在晓星刚刚消失的时候，在带工的打骂中手忙脚乱地起床了。十五六岁的姑娘，本应天真活泼，但这群包身工甚至连“成人期女孩所共有的害羞的感觉”都迟钝了。这里作者用了一个细节描写，描绘出她们日常境遇的悲惨。

第二个场景：“四点半之后”，包身工吃猪食一样的饭。

居住的不是“洋式的公司房子”，吃的当然也不是“鱼肉荤腥”。带工老板们都是一些丧尽天良的寄生虫，渴望的是最大的利润，所以他们规定的饮食“是两粥一饭”。粥是“较少的釉米、锅焦、碎米和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渣”。吃早饭的时候，“她们一窝蜂地抢一般地盛了一碗，歪着头用舌舔着淋漓在碗边外的粥汁”。根本没有添粥的机会，那些因为“轮着揩地板、倒马桶”的包身工，甚至连一碗粥也吃不上。通过这一个场景，就把包身工猪狗般的非人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三个场景：“五点钟”，包身工们走进工厂，开始了在“三大威胁”（音响、尘埃、湿气）和“三大危险”（殴打、罚工钱、停生意）下一天的工作。

上工的汽笛一响，包身工们就走出了红砖罐头一样的工房，走进她们生活中的另一个场所—纱厂。如果说在工房里，她们还能勉强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的话，在工厂里，她们则面临着致命的威胁。没有人关心她们的劳动条件，长达十二小时的工作，她们要忍受机器噪音、尘埃和飞絮以及湿气这三大威胁。在这样的环境下，更加容易疲劳，但是她们不敢打磕睡，因为一旦出现失误，就会遭到殴打、罚工钱或者停生意的惩罚。带工老板更倾向于殴打、饿饭、吊起和关黑房间等方式，因为这可以保证他们的利润不受损失，至于包身工的身体损害，则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因此，被打对包身工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打死不干事”。

三、点面结合的选材艺术

课文在选材上采用“点面结合”的手法。所谓“面”，就是一般的、概括性的材料；所谓“点”，就是一些典型人物、典型事例和典型细节。

1.典型人物。课文中，作者对包身工们作了许多“面”上的概括介绍，但为了使读者对包身工制度的野蛮和残酷有更形象的了解，选择了“芦柴棒”这个人物作典型，并以对她的描写贯穿全文。作者先后对她作了三次较为集中的介绍。第一次，由打杂的呼喊她的名字而写出她那“手脚瘦得像芦棒梗一样”的外形。第二次写“芦柴棒”病倒了，尽管她的病是急性的重伤风，尽管“她很见机地将身体慢慢地移到屋子的角上，缩做一团，尽可能地不占地方”，尽管她哑着喉咙，无力地做着手势，请求打杂的怜悯，但是，因为“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她生病的时候，老板也要用各种毒辣的手段来强迫她做工。第三次写“芦柴棒”身体瘦得像骸骼一样，甚至连“抄身婆”都不愿意用手去接触她的身体，即使这样，老板也决不放她回去，“宁愿赔棺材，要她做到死”。“芦柴棒”是包身工中的一个典型人物。我们从“芦柴棒”瘦小的躯体上看到的是每一个包身工的可怜形象；“芦柴棒”遭毒打、受折磨的情景，是一切包身工经常受到的虐待和侮辱的剪影；老板要“芦柴棒”“做到死”，这便是包身工们最终都不可逃脱的厄运。正是因为老板这样的敲骨吸髓，包身工才成为“骸骼一样”的“芦柴棒”。这里，作者虽然只写的是一个“芦柴棒”，但读者看到的却是成百上千个多‘芦柴棒”。

2.典型事例。课文中许多地方，都是在对一般情况作了介绍之后，作者又举出典型的事例作进一步的说明。这些典型的事例，更真实、深刻地反映事物的本质，使点与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如作者描写包身工们早上只准吃一碗粥的情形：“添粥的机会除了特殊的日子，—譬如老板、老板娘的生日，或者发工钱的日子之外，通常是很难有的。”接着列举了没吃上粥的包身工，接受老板娘亲自制作的“美食”这个典型事例。包身工的那种非人的生活状况，就充分地反映出来。又如，在写为了赚钱，“于是带工头不假思索地就爱上了殴打这办法”之后，就写了小福子被殴打、受处罚的情况。有了这个典型事例，帝国主义如何同中国的买办势力相勾结，对中国工人进行欺凌压榨的情况，就入木三分地表现出来了。

3.典型细节。作者在表现包身工悲惨生活的时候，选择了许多典型的细节。有了这些细节描写，就会使读者如同置身于那样的环境之中，感受更丰富、具体和真实。文章里的一些场面，基本上都是通过一系列典型的细节而铺展开的。像“打呵欠”“叹气”“叫喊”“寻衣服”“穿错了别人的鞋子”“胡乱地踏在别人身上”等都是一些细节。作者把这些细节连缀起来，就画出了包身工们起床时的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又如，写“芦柴棒”着急地要将大锅里的稀饭烧滚，作者并没有进行详尽的描写，只选择了这样一个细节：“倒冒出来的青烟引起了她一阵猛烈的咳嗽”，使读者对包身工们产生深切的同情。

4.典型场面。课文通过一些典型场面，揭露了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反映了包身工的悲惨遭遇。这些场面，一般都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围绕着一个中心人物，表现其他众多人物的活动。如文章开始，作者在简明地指出时间、地点之后，就描写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在大声地呼喊，接下去就写了在“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这个环境中，包身工们的各种活动，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当地的情景。看到这种情景，会使读者感到包身工们过的真是“猪秽”一般的生活。又如，．对包身工制度的形成也是通过带工到乡下“游说”的场面形象地加以表现的。读了这部分，我们既看到了带工如何花言巧语地进行欺骗，又仿佛看到了那些极端痛苦、走投无路的农民们在认真地听着，在动心地思索，最后忍痛画押签字，把亲生的女儿卖给了带工。

四、多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

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是指将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几种表达方式配合使用，熔于一炉，充分发挥各种表达方式的长处，共同完成对人物、事件、场面等的刻画、描述、渲染，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更深刻地揭示文章的主旨，使文章的内容更充实，更具感染力。在比较复杂的记叙文中，往往涉及很多人物、事件、场面、环境等，要表现这种文章的主旨，单靠一两种表达方式是很难奏效的。这就需要调动起多种表达方式，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从运用表达方式的目的看，叙述是为了交代人物、事件的过程；描写是为了对人物、环境等进行生动、形象的描绘和刻画；说明则重在把事件的形状、性质、成因、关系等解说清楚；议论是作者对客观事物进行评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抒情就是抒发和表露作者的感情。叙述、说明、描写是表现内容的主要手段，是基础，在此前提下，议论可以挖掘和深化主题，抒情能够表明作者的爱憎，产生感染人的力量。几种方式恰当结合，综合运用，就可以取得最佳表达效果。

《包身工》一文成功地综合运用叙述、说明、描写、议论、抒情这几种表达方式。从各部分情况看，写包身工起床的情景和住宿的环境，运用的是叙述和描写；包身工制度的成因则是以说明为主，穿插少量议论；包身工吃粥时的情景，又是用叙述和描写；写包身工制度发展的三大原因，则以说明为主，兼有议论、抒情；包身工做工时受到的种种威胁，又是用叙述、描写；指出日本纱厂吸取包身工的血汗迅速庞大的事实，则是以说明为主，同时使用精彩的议论；下工时，包身工受到的虐待，是叙述和描写结合；而最后抨击包身工制度，则是说明、议论、抒情恰当结合。如果只有叙述而无描写，那将大大减弱其生动性、形象性；只有描写而无叙述则又不能让人具体、清楚地了解事件的发展经过和基本情况。包身工制度的介绍最好的方式是说明，前因后果，性质关系，一清二楚，系统而又完整，这是用叙述、描写不容易达到的。如果只有叙述、描写、说明，那又势必成为一堆材料的罗列和情况的介绍，而结合恰当的议论和抒情，会使这些材料有个“归宿”，使主旨得到深化，使文章具有浓烈的感情色彩和感染力量。可见，综合运用各种表达方式对文章取得好的表达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课文的语言艺术

1.精练简洁。课文开头写到一个“穿着一身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在吃喝着女工们起床，只用一句话写他的穿着，就抓住了特征，表现了他的身份，也流露出作者憎恶的感情。经过一阵吃喝，女工们忙着起床了，工房就像搅动了的蜂窝一般骚动起来，“那男人虎虎地在起得慢一点的‘猪锣’身上踢了几脚”，这里写他踢人时用了“虎虎地”一词，十分逼真地表现了其凶暴的流氓本相。

2.个性化的语言。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是作品的语言特点之一。例如，“芦柴棒”生病时，打杂的说：“假病，老子给你医！”打杂的向“芦柴棒”头上泼了盆冷水，寒冬时节，她反射似的跳起来，老板娘就笑着说：“瞧！还不是假病！好好地会爬起来，一盆冷水就医好了。”两个人的话都表现了狠毒的本质，但又不完全一样，打杂的粗暴，而老板娘则显得狠毒而又阴险。

3.精辟的警句。如“罐装了的劳动力”，’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黎明的到来，是无法抗拒的”，“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等。这些警句，是作者运用正确的观点，深人地观察现实生活后总结出来的，因而显得简洁、生动、含蓄而有力量。
重点难点分析

本单元是记叙类文章阅读，结合单元教学要求，本课的教学重点是要求学生掌握本文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的写作方法。课文的难点是虚实结合的两条线索。包身工一天的生活为主线和明线，包身工制度产生的原因、发展及未来趋势为副线和暗线，在教学时，要引导学生以理清这两条线索为突破口来掌握文章的中心内容。学生掌握了虚实两条线索交叉结合的叙事结构，也就深化了对包身工制度的认识，从而也基本掌握了本文最主要的写作技巧。

教学建议

一、包身工制度是植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在当代社会已经消失了。学生阅读时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包身工的苦难生活，更难于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教师可以让学生提前查阅与写作背景相关的资料，以利于对课文的理解、把握。

二、本文篇幅较长，表达方式多样，学生抓住课文线索略有难度，教师可以提示学生抓住新闻事实和新闻背景两个方面，分别归纳相关内容。

三、教学时，可以抓住以下要点：（1)以包身工一天的生活为线索组织材料；(2)点面结合的手法；(3)运用多种表达方式，在复杂记叙中有条理地穿插描写、说明、议论和抒情。

四、课文虽然反映的是20世纪初的事情，和我们的时代有些隔膜，但文章中表现出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对于人的尊严和生存权利以及劳动权利的尊重，这些情感却是永恒的。从这个角度讲，文章仍然有它的时代意义和人文内涵，可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权意识。

五、学生可运用“三步精读法”学习课文，学会有步骤、有重点地阅读，养成仔细阅读，认真分析的好习惯。第一步：初读课文。看内容，圈圈点点，然后想想每段写了什么。第二步：精读课文。理清作者思路，掌握中心内容。第三步：研读课文。看看作者为了表达特定内容，是怎样选择材料谋篇布局的，写作上有什么技巧。

思考与练习参考答案

一、本题意在引导学生掌握课文的主要内容，并锻炼学生的概括能力。

课文以时间为线索，围绕包身工一天的生活和做工来组织材料，中间穿插一些背景材料和作者的议论。作者把散乱的不完整的材料，像剪接电影一样，高度集中地组织在包身工从清晨到黄昏放工一天的时间里。主要描写了三个场景：首先是四点一刻，包身工起床的情形，展示了她们住宿条件之差，以及在种种折磨下精神状态的麻木，之后补叙了包身工的来历，使带工的谎言与现实条件的糟糕形成对比。其次是四点半，包身工吃饭的场景，接着进一步追根寻源，分析了日本厂家之所以特别愿意雇用包身工的三大原因。最后是五点钟之后，包身工们上工的情景以及做工时所遭受的种种威胁和虐待。紧接着插叙指出日本纱厂吸取中国工人的血汗迅速庞大的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压榨掠夺。如此安排，叙议结合，层次清楚。

二、本题意在引导学生认识新闻背景的作用，由此深刻认识课文的主题。

课文在每一段叙事之后，总要穿插一些背景材料。比如第一个场景中对于包身工来源的介绍、带工老板“手面”和财产的介绍；第二个场景中对于社会背景的介绍，以及对于东洋厂对包身工需求增大的原因的分析；第三个场景中对于出入厂凭证的来历的介绍，以及东洋厂“飞跃地庞大”起来的许多具体数字等。这样的穿插，使得文章既展现生活现象，又揭示社会本质。读者透过一幅幅悲惨的画面，能够发现包身工制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温床上，受到国民党政府“特殊优惠”的保护，伴随中国农村经济衰败生长出来的一颗毒瘤。由此，深化了文章的主题，也增强了文章的批判力度。

三、本题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分析新闻中的客观叙述和主观情感两种因素，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本题也意在锻炼学生评点和批注的能力。具体到课文，则是引导学生体会作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

1.这是通过反问和褒词贬用（贬词褒用）的修辞手法，含蓄地表达感情。“慈祥”这个褒义词，在这句中转为贬义了，这说明有的老板提供“粥菜”，看起来好像是为了改善包身工的生活，实质上却是心怀鬼胎，为了从包身工身上榨取更多的利润。“佳肴”本是褒义词，指美味可口的鱼肉等荤菜。从菜场上收集来的菜叶当然算不上什么佳肴，作者故意称为“佳肴”，变褒为贬，反衬出包身工粥菜之难得及质量之粗，暗含讽刺的意味。

2.这是一段整散结合的话，运用反复、排比等修辞手法，‘概述了包身工一天的工作情况，形象地说明了包身工苦役般的繁重劳动，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罪恶制度的愤慨和对包身工寄予的关切与同情，作者的情感流露在字里行间。

3.这是作者对包身工制度的控诉，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指斥包身工制度的罪恶。后一句中，" 20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代表了人类技术文明的进步，这同“16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形成巨大反差，两种事物结合在包身工身上，揭露了包身工遭受的压迫之深。

四、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由课文内容出发，关注现实，并进一步掌握调查报告的写作方法。
相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刘菌等）

夏衍（1900-1995)，原名沈端先。浙江人。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做过染坊店学徒。1914年就学于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毕业后留学日本，先后在明治工业专科学校、九洲帝国大学攻读工科。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文学名著。1923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参加了日本工人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1927年被驱逐回国，同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1930年参加了左联的工作。抗战期间，任《救亡日报》总编辑。1941年奉命赴香港创办《华商报》。后到重庆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6年在南京梅园新村参加中共代表团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化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中顾委委员等。

夏衍一生著译丰富，电影、戏剧、杂感、电影评论、报告文学的写作均有较高造诣。他创作和改编的主要作品有《狂流》《赛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细菌》《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

（选自《中国精品报告文学（上）》，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

二、从“包身工”引起的回忆（夏衍）．

1927年，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的第三街道支部。那时，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1929年底，我住在沪东唐山路业广里，因为这是工人区，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落脚”—把一套蓝布工人服放在我家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换回原来的衣服。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包身工”制度和这些女孩子们的非人的生活。一年多以后，上海艺术剧社解散，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剧队到工厂去演出，为了找关系，我又和二个过去认识的、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她就是我后来在《包身工余话》里写的那位冯先生）。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一·二八”战争后，沈西荃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这就是后来由明星公司拍成的《女性的呐喊》。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生活不够熟悉，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拍成之后又受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删剪，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但是、，由于要写这部电影，我们又重新搜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了解得多了一些，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灵魂的震动”。我也看过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在日本的时候，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纺织女工的生活，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原来还公然保存着奴隶制度。我感到愤怒，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直到1935年，上海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我们文化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组织上要我暂时隐蔽起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了有关包身工材料的搜集。

经过“沪东公社”（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在杨树浦办的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同志们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员杏弟。和她谈了几次之后，觉得真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单凭搜集材料是不行的，非得实地观察不可。我找到了一位在日本纱厂当职员的中学时代的同学，到包身工工作车间去观察了几次，对她们的劳动条件有了一些了解，可是要懂得“带工头”对包身工的管理制度，她们的生活情况，那是非得亲自到包身工们住宿的工房去调查不可的。对现在的年轻工人来说，那种情况恐怕是难于理解也很难于相信的了。在当时，包身工住的工房，实际上是一所管理得十分严密的监狱。包身工的工房，是由日本警察、巡捕、带工头手下的流氓紧紧地封锁着，他们为了防止这群“奴隶劳工”和外界接触，任何“外头人”是不能走进这个禁区的。在《包身工》里我说过，这些包身工是“罐装了的劳动力”，资本家把她们密封起来，不让她们和外面的空气接触。这些话一点也没有夸张。为了突破这种封锁，我得到杏弟的帮助，混进去过两三次。但是在这以后，就被带工头雇用的“下手”们盯住了。对于这种观察特别困难的，是包身工们清早就进厂做工，晚上才回工房，所以要看到她们上班下班的生活，非得清早和晚间不可。当时我住在麦特赫斯德路（现泰兴路），离开杨树浦很远。这样，为了要在早上五点钟以前赶到杨树浦，就得半夜三点多钟起身走十几里路，才能看到她们上班的情景。这样我从三月初到五月，足足作了两个多月的“夜工”，才比较详细地观察到一些她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她们受着三重四重的压迫，遭受着无数的磨难，所以这些小姑娘是不轻易给人讲话的。不仅像我们这样的人，即使同厂做工的“外头工人”，要同她们说话也是很困难的。杏弟是一个热心人，她为了帮助我了解情况，曾经几次赶上早班，混在她们队伍里面，打算向她们探听一些内部情况，可是，当包身工们看了一下她的服装，打量了一下她的身份之后，很快地就“警惕”了，有的人根本不吭声，有的人甚至将她看成了“包打听”，用憎恶的眼光看她。由此可见，在那种情况下，要真正听到她们心里想说的话，要了解她们心底的痛苦，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她们的生活情况，根据当时我能调查到的，都已经写在那篇报告里了。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不是小说，所以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因此，在今天的工人同志们看来似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切，在当时都是铁一般的事实。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使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流氓特务这一切恶势力的紧密结合。为了压迫和榨取这成千上万的孤苦无告的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者、工部局、带工头、老板、帮口头子、国民党特务，以至当地的地痞流氓，完全结成一条统一战线。在这个地方既没有所谓国家主权、政府法律，更谈不上生活保障和人身自由。解放之后，在镇反运动的一次诉苦大会上，我听到过一个老年的纱厂女工说：“你们说，我们给资本家作牛马，其实呀，连牛马也不如，我们是苍蝇、蚊子一样的虫穿。东洋老板和带工头打死一个工人，好像在地上踏死一个蚂蚁一样，一点也不算稀奇。”这是实话，一点也不假的。

解放之后，我去看过上海的曹杨新村、控江新村，我也曾去看过工人医院。看到这些，不知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却总会很自然地联系起包身工的生活。包身工的形象，想起来就会使软心肠的人流眼泪。什么面黄肌瘦、骨瘦如柴这些话，都是不能形容她们的真实情况的。没有病的包身工是很少的，最多的是肺病、脚气病、皮肤病。这些包身工的两只脚已经肿得像碗口一样粗了，还是成天成夜地站在机器旁边工作。去年冬天我在北京参观了一处女工宿舍，看到她们床边有书籍、雪花膏、香水等，我替她们感到了幸福。最初我混在包身工群中观察的时候，最使我受不了的就是那种难闻的臭气。那时正是上海的五月黄梅天季节，包身工们是成年累月不可能洗澡、洗头和换衣服的，请你们设想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滋味！

我写那篇“包身工”是在1935年（发表在1936年春），离开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这样计算一下，对现在的青年工人来说，大概这些已经是“历史上的陈迹”了。在那个悲惨的时代，今天的青年们还没有出世。人吃人的社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工人给资本家当牛马、当虫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可是我们得记住：要赶走帝国主义，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社会制度，我们的先人曾付出了无数的生命、血汗和眼泪。幸福，不是无代价可以得来的。为了今天的幸福，为了更幸福的将来，爱党、爱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中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应该是我们青年一代的责任。

（选自《中国工人》1959年第6期）
